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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量表征是人类数学能力的基础，数量表征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存在两种不同的数量表
征系统：对小数的精确表征系统和对大数的近似表征系统。通过综述不同研究领域对数量表征的研究，总

结了支持两种表征系统分离的证据：对 1~3 范围内小数的表征受数量大小的限制，基于指向物体本身的注
意，更依赖于物体的知觉特征，对物体及其数量进行精确表征；而对 4 以上的数量的近似表征系统则受韦
伯定律的限制，基于指向数量的模拟幅度的表征，而不依赖单个物体的知觉特征，是对数量的近似的、心

理的表征。fMRI、PET和 ERP的脑成像研究结果迄今尚无定论，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最终阐
明数量表征的机制。 
关键词 数量表征，精确表征系统，“感数”，近似表征系统，空间注意。 
分类号 B842 
 
数学能力是人类重要的高级认知能力，而对数

量的表征则是获得数的概念以及发展更高级的数

学能力的基础。数量表征系统如何进化而来，在人

的一生中又如何发展？作为一种基础的认知过程，

数量表征有何特点？其神经机制是什么？数量表

征如何促进数概念的发展？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

直吸引着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注意。其中一个

特别有趣的问题是关于是否存在两种不同数量表

征系统：对小数（自然数 1~3 或 4）的精确表征
（precise representation）系统和对大数（≥4 的自
然数）的近似表征（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或
模拟幅度表征（analog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系
统。 

⋅早在 1949年，Kaufman等人[1]就提出了“感数”

（“subitizing”）这一概念，用来表示成人对小数快
速而准确的表征，其依据是在觉察 1~3个点组成的
点阵列（dot arrays）中点的数量时其反应时很短，
反应时随数量的变化很小（每个项目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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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0ms），且基本没有错误发生；而在觉察 3或 4
个以上点的数量（“计数”）时反应时迅速增加（每

个项目增加 200ms）[2,3]，反应时和正确率都呈现出

伴随数量增加的线形变化。在此基础上，Piazza 等
[4]指出在“感数”与“计数”范围内，反应时和正

确率随数量的变化是不连续的，反映了“感数”与

“计数”是本质不同的过程。为了从个体发生学和

种系发生学的角度了解数量表征能力的起源及实

质，对婴儿[5~7]和动物[8,9]的行为研究发现不具备语

言能力的婴儿和猴子也具有与成人的“感数”系统

类似的小数精确表征系统；同时，研究证明成人
[10,11]、婴儿[12]和一些动物[13,14]具有相同的大数近似

表征系统。在此基础上，Hauser 和 Spelke[15]及

Feigenson 等[16]提出对小数的精确表征系统和对大

数的近似表征系统是构成人类数量表征的基础的

两个核心系统。数量表征机制决定了数概念获得的

机制，尽管研究者从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

物行为学、脑成像等不同角度探讨数量表征的机

制，了解了数量表征系统的一些重要特征，但对于

是否存在“感数”系统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1 成人的数量表征 

当成人看见一个数量很多的物体集合时，如果

不用口头记数无法在短时间内说出其准确数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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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成人表征物体的近似数量。这种近似表征系统遵

守韦伯定律（Weber’s Law），表现在当比较两个大
数量时，反应时和正确率与两个数量之间的比率相

关：两数的比率越大，反应时越小，正确率越高[10]。

进一步的实验还证明该系统不受项目类型和感觉

通道的影响。成人能够对不同类型的项目序列，包

括较多数量的动作序列[11]、声音和闪光序列[17]，以

及视空间序列（visual-spatial arrays）[10,17]进行近似

数量表征。而且通过不同感觉通道（视觉的或听觉

的）的大数表征均服从韦伯定律。这些结果说明成

人对大数的表征是基于数量的模拟幅度（analog 
magnitude），而不是绝对数量，两个数量大小越接
近，噪音就越大，从而使表征的难度增大。 
与此相对，当成人在估计 1~3个物体的数量时，

其反应时很短且随数量变化很小，如前所述，这个

数量表征过程被称为“感数”，提示对小数的表征

依赖于对项目的直接感知。但是对于“感数”范围

内反应时的功能却存在争论。尽管有研究者[7]认为

“感数”与“计数”范围内反应时随数量的变化不

连续，反映了“感数”与“计数”的不同本质，但

是 Balakrishnan 和 Ashby[18]在对大量行为结果统计

的基础上指出在小数和大数范围内数量表征的反

应时的不连续性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Gallistel
等[19]也对反应时的不连续性提出质疑，指出从数量

1到 2反应时大约增加 30ms，从 2到 3增加 80ms，
而从 3到 4增加 200ms。从数量 1到 4增加的反应
时大约是 300ms，达到了表征 1个项目的反应时间
的一半，说明反应时在 1~3内增加的幅度并不小，
而且从 2到 3增加的反应时总是比从 1到 2增加的
反应时大。他们认为尽管在 1~3范围内反应时随数
量增大的增长较慢，但仍然保持着增长的趋势，反

应时曲线既非平直也非线形递增，并不支持“感数”

依赖于直接感知而独立于近似数量表征系统，即

“感数”系统是不存在的。 
关于反应时连续性的争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

来解释。Santee等[20]在视觉搜索任务中发现，当刺

激以很短的时间（几百毫秒以内）呈现时，正确率

比反应时更具有一致性。他们假设正确率对目标刺

激和干扰项之间的早期的知觉冲突敏感，而反应时

则对较晚的反应冲突敏感。Prinzmental等[21]也指出

在注意搜索过程中使用反应时和正确率作为指标

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在表征 1~3范围内与表
征 4以上范围内的数量时反应时的变化是否具有连

续性或许并不适合用作判断两种数量表征系统的

实质是否相同的标准。 
对于“感数”的本质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假设。

Mandler和 Shebo[2]假设“感数”的基础是对熟悉模

式的识别，因为 1~4个点总是能形成熟悉的形状：
两个点形成一条线，三个点形成三角形，四个点形

成四边形。Cowan[22]认为“感数”只对小数起作用

反映了短时记忆系统的能力有限。 Trick 和
Pylyshyn[3]假设“感数”是基于有限的前注意平行

加工（parellel processing）；而“计数”则是基于空
间注意的串行加工（serial processing），并提示是否
需要空间注意的参与可能是区分“感数”与“计数”

的关键因素。但 Gelman 等[19]则反对两种数量表征

系统的划分，他们认为所谓的“感数”只是一种快

速的数量表征，其实质仍然是对数量的模拟幅度表

征，因为小数特别简单，因而在对表征的提取过程

中速度更快，正确率更高。他们指出数量表征的基

础是唯一的，即对数量的模拟幅度表征。 
脑成像研究的结果为两种数量表征系统的争

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一方面，Sathian 等[23]

的 PET研究报告“感数”激活了枕叶的外纹状皮质
区，而“计数”则激活了广泛的脑区，包括与视觉

注意转移有关的多个脑区——双侧顶上回和右侧

额下回，支持了前注意视觉加工和视觉注意转移的

加工过程的分离，即“感数”系统的独立存在。Piazza
等[4]的 fMRI 研究发现与注意相关的后顶叶和额叶
在对 4以上的数量命名时激活程度剧烈增加，而在
对 4以下的数量命名时则没有激活的增加，提示两
种数量表征系统区别的实质在于前注意的平行加

工和注意的串行加工的区别。最近 Luo, Nan等[24,25]

的 ERP研究提供了与此一致的证据。他们在数量表
征任务中加入分心变量（目标刺激是 1~6个矩形图
形，分心刺激是不同数量的圆形，将目标刺激和分

心刺激随机混合后一起呈现），被试的任务是判断

目标刺激数量的奇偶性。结果发现分心刺激对 4~6
范围内数量加工的正确率的影响明显大于 1~3 范
围，表明对大数的表征比对小数的表征更依赖于空

间注意，支持“感数”系统与“计数”系统的分离，

而是否包含空间注意的加工可以看作区分“感数”

与“计数”的标志。 
另一方面，针对两种数量表征系统的神经基础

的研究[26,27]较一致地发现大数近似表征系统的神

经基础在顶内沟的双侧横向部分（ b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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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zontal segment of the IPS, HIPS）；而关于“感数”
的神经基础的实验证据却远远少于心理表征系统。

一些脑成像研究不支持两种数量表征系统有分离

的神经基础。如 Piazza等[4]的研究采用颜色命名任

务作为控制任务来与数量命名的任务对比，结果发

现没有任何脑区在对“感数”范围的数量命名时比

对颜色命名时激活更强。作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

“感数”是一种基本的、高度自动化的加工过程，

它无论在加工一个或多个视觉刺激时都会被卷入，

因而很难找到该系统独有的神经基础。他们的另一

个 PET 研究[28]发现对小数和大数的表征任务同样

引起了枕叶中部的外纹区和 IPS的激活。类似地，
Nan等的研究[25]也表明尽管感数与计数是本质不同

的加工过程，但却具有共同的神经基础——下顶叶

区（靠近 precuneus）。 

2 婴儿的数量表征 

目前对婴儿数量表征能力的研究主要有四种

范式：习惯化范式（habituation time paradigm；也
称注视偏向范式，preferential looking method）
[5~7,12] 、 期 望 违 背 范 式 （ expectancy-violation 
paradigm） [7,29]、二盒选择范式（ two-box choice 
paradigm） [30]以及动手搜索范式（manual search 
paradigm）[31]。大量行为研究提示婴儿有两种不同

的数量表征系统。Xu等[5]采用习惯化范式测验 6个
月婴儿对数量 8 和 16 的辨别能力，实验严格控制
非数量的连续变量，包括平衡两种数量的点阵列的

总表面积（surface area）、单个点的大小、点阵列的
总周长（contour length）、密度等知觉特征。结果婴
儿对新奇数目的点阵列注视的时间更长，表明他们

能够辨别数量 8和 16。该系列实验进一步揭示婴儿
对数量的辨别能力受韦伯定律限制，6 个月大的婴
儿能够区分比率为 1 : 2的点阵列（8和 16个，16
和 32个点），但不能区分比率为 2 : 3的点阵列（8
和 12个，16和 24个点），表明该系统基于近似的
而不是精确的数量表征。并且婴儿的这种近似数量

表征能力不受感觉通道和刺激形式的影响，比如

Lipton和 Spelke[32]使用由自然声音组成的声音序列

（8个音和 16个音）来代替视觉呈现的点，发现 6
个月和 9 个月的婴儿表现出视觉实验中相同的规
律。另外，婴儿对数量的近似表征能力具有发展特

征，6个月的婴儿只能区分比率为 1 : 2的数量，但
10个月的婴儿就能够区分比率为 2 : 3的数量了[33]，

而成人则能够区分比率精确到 7 : 8的数量[10]。 
另一方面，婴儿表现出对小数的准确表征能

力。这种表征不受韦伯定律限制，而受物体数量大

小的限制（上限为 3）。如Wynn[29]采用期望违背范

式发现 5 个月龄婴儿对错误的结果（1+1=1）比对
正确的结果（1+1=2）注视的时间更长，表明他们
能够区分 1个和 2个玩具。该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婴
儿能够进行 3个物体之内的加减运算。但当物体的
数目超过 3 时，婴儿不能正确地表征其数量。
Feigenson等[30]采用二盒选择范式，让 10个月和 12
个月婴儿在两个装有不同数量的饼干的桶之间自

由选择，结果当两个桶的饼干数为 1 和 2、2 和 3
时，婴儿选择饼干数量更多的桶；而当两个桶饼干

数为 3和 4、2和 4以及 3和 6时，婴儿选择两个
桶的几率相等。类似地采用习惯化范式发现婴儿能

够区分数量 2 和 3，但不能区分数量 4 和 6，尽管
这两组数量具有相同的比率。在动手搜索范式的研

究中[31]，婴儿看见乒乓球被逐个放进一个不透明的

盒子里，然后让婴儿去搜索盒子取出乒乓球。当乒

乓球的数量为 1至 3时，14个月婴儿的搜索行为与
球的数量一致；而当球的数量为 4时，婴儿在取出
2 个乒乓球后即停止了搜索，表明他们不能正确表
征数量 4。该实验进一步控制了可能与球的数量混
淆的连续变量——球的大小，结果证明婴儿的搜索

行为不是基于连续变量，而是基于乒乓球的准确数

量。 
然而婴儿能够准确表征小数的能力随即受到

置疑，因为随后的一系列实验发现当控制了物体的

连续变量（如单个物体的周长、面积、单个刺激的

持续时间等知觉特征变量）时，婴儿根据连续变量

而不是数量进行反应。如 Feigenson 等[30]的二盒选

择任务实验改变了饼干的大小，使 1块饼干的表面
积比 2块饼干的总表面积更大或者相等，结果在前
一种条件下，婴儿选择 1块面积更大的饼干；在后
一种条件下，婴儿选择 1块饼干和 2块饼干的几率
相等。这说明婴儿选择的依据是饼干的总量（总面

积），而不是饼干的块数。Clearfield 等[6]采用视觉

习惯化任务测验 6个月和 8个月婴儿区分 2个和 3
个黑色正方形的能力。测试刺激要么与习惯化的刺

激数量相同但总周长不同，要么与习惯化的刺激数

量不同但总周长相同。婴儿只对总周长不同的测试

刺激去习惯化，而对数目不同的测试刺激则没有表

现出去习惯化。作者推论婴儿反应的基础是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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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周长或其他连续变量，而非刺激的数量。

Feigenson 等[7]采用习惯化范式和期望违背范式的

一系列实验也证明婴儿反应的基础是刺激的正面

表面积（frontal surface area）而不是数量。 
那么应该怎样解释婴儿不能辨别控制了连续

变量的少量刺激（1~3 个）的数量呢？一种可能的
解释是与成人的“感数”与“计数”过程相似，婴

儿对小数的表征是“感数”或“物体追踪”（object 
tracking）系统 [3]，它基于指向物体本身的注意

（object-directed attention）[34]，因而对物体的连续

变量敏感；而对大数的表征则是模拟幅度的表征
[35]，只受数量间比率的限制。另一种类似的解释是

“物体文件表征”（object-file representation）是小
数范围内数量表征的基础[30]。所谓的“物体文件”

就是物体的标签，用来指代单个物体，包含了其大

小、形状等各种知觉特征，同时隐含了其数量特征，

人和动物通过将实际物体与其头脑中的物体文件

一一对应来辨别物体数量。因为小数范围内物体的

知觉特征比数量特征更显著，所以婴儿往往根据物

体的连续变量而不是数量作反应。“物体文件表征”

的实质与“物体追踪”系统相同，都强调了对单个

物体本身的表征。 
近来 Feigenson 的一个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解释

了婴儿对刺激的数量与连续变量的表征的关系[36]。

该研究使用习惯化范式研究婴儿对数量 1和 2的区
分能力。当一个集合中的两个物体在颜色、质地以

及式样（附上绒毛或触角）方面明显不同时，婴儿

根据物体的数量而不是连续变量（正面总表面积）

反应。而之前的研究证明当同一集合中物体的特征

完全相同时，婴儿根据物体的连续变量而不是数量

反应。这说明婴儿对小数量物体的表征存在一种双

分离（double dissociation）现象：当物体具有相同
特征时婴儿表征其连续变量；当物体具有明显不同

的特征时婴儿表征其数量。这提示我们在讨论婴儿

是否具有精确表征小数的能力之前应该先考虑刺

激的外部特征如何影响婴儿的数量表征系统的运

行。 

3 动物的数量表征 

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发现数量表征能力并非人

类独有。Platt 和 Johnson[13]关于动物计时（animal 
timing）的经典研究是训练老鼠和鸽子注意反应键
亮了并在固定时间（固定潜伏期）后按键，以获得

食物奖励。结果表明被试反应潜伏期的变化性与固

定潜伏期的长度成比例。固定潜伏期越短，反应的

正确率就越高，错误的范围越小；固定潜伏期越长，

反应正确率越低，错误的范围越大。反应潜伏期的

这 种 变 化 特征 被 称 为 梯度 性 变 化 （ scalar 
variability）。当时间或潜伏期变量换成数量变量时
（比如训练动物在看见一定次数的闪光，或者按键

一定的次数），动物基于数量的行为同样表现出梯

度性变化（见图 1）。 
 

 

图 1 老鼠按键的概率随实际按键次数的变化 

(N=获得食物所需的按键次数) [13] 

 

 
图 2 人与恒河候触碰包含较少数量的点的集合的反应时（左）

和正确率（右）随比较的数量间的距离的变化曲线[18] 

 
Brannon 等的研究证明经过训练的恒河猴

（rhesus macaque）具有近似表征数量的能力[14]。

实验者训练猴子按数量递增的顺序触碰触控式显

示屏上由 1~4 个点组成的集合。然后成对呈现由
5~9 个点组成的新集合，这时恒河猴自发地按数量
递增的顺序触碰新集合对，并且其反应时和正确率

与集合对的数量比率成比例，同样遵守韦伯定律。

其反应时和正确率随集合对的数量间的距离的变

化与人类非常接近（见图 2），证明了数量的距离效
应（numerical distance effect）在人与动物之间的相
似性。Hauser等[37]的研究证明另一种哺乳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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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毛猴（cotton-top tamarin）对声音序列刺激的数量
表征同样遵守韦伯定律，说明动物的近似数量表征

系统同样不受感觉通道和刺激形式的影响。近来

Flombaum 等[38]的一个研究采用期望违背范式首次

证明了恒河猴与人类一样，能够自发地运用大数近

似表征系统（≥4）进行加法运算，而不需要经过
大量的训练。其运算基于对刺激的近似数量，而不

是对刺激的连续变量（刺激排列的总长度），并且

这种能力受两个数量间比率的限制。 
不仅如此，动物似乎也具有精确表征小数的能

力。Hauser 等[9]将二盒选择范式用于恒河猴，让它

们看见不同数量的苹果片被依次放到两个不透明

的容器中，然后让它们在两个容器之间选择。当两

个容器里的苹果片数为 1和 2、2和 3、3和 4以及
3 和 5 时，被试选择苹果片数更多的容器；而当两
个容器里的苹果片数为 4和 5、4和 6、4和 8以及
3 和 8 时，被试选择两个桶的几率相等。证明恒河
猴能够准确表征 4及以下数量的物体能力。Hauser
等的另一个研究[8]采用期望违背范式，发现恒河猴

能够自发地进行小数（≤4）的加法运算。研究者
在一系列实验中控制了可能与数量表征混淆的变

量，证明猴子对小数的加法运算能力不是基于低水

平的知觉表征、刺激的体积或表面积等连续变量以

及对数量的模拟幅度的表征，而是基于“物体文件

表征”。 
同样，更为精确的动物神经科学实验也提供了

支持两方面的证据。Thompson等[39]在猫的顶-枕皮

层中发现对小数量进行选择性反应的细胞群，并且

这些细胞群对小数的选择性反应跨感觉通道（视

觉、听觉、触觉），支持了两种数量表征系统的存

在。而 Nieder和Miller[40,41]记录到恒河猴的双侧前

额叶（PFC）和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 IPS）细
胞在视觉数量匹配任务中激活的研究似乎提供了

相反的证据。以视觉形式给经过训练的猴子相继呈

现两个集合，每个集合包含 1~5个物体，让猴子判
断两个集合在数量上是否匹配。实验严格控制了非

数量的无关变量，如集合中项目的面积、形状、排

列方式、密度等。结果发现约有 1/3的 PFC细胞和
约 15%的 IPS细胞选择性地被某些数量激活。结果
发现数量的调谐（tuning）是近似的，神经元敏感
的数量越大，调谐曲线（tuning curves）的幅宽
（breadth）越大，受韦伯定律的比率限制。而且调
谐曲线在数字 3以下和 4以上没有不连续性，说明

该神经编码是一种模拟幅度表征。该研究结果给我

们两点重要提示：第一，在该实验条件下（包括对

猴子进行大量训练），猴子对“感数”和“计数”

范围的数量都进行模拟幅度表征，对“感数”范围

内数量的表征并非精确的“物体文件”式的表征，

不支持“物体文件表征”假设及小数精确表征系统

的存在。第二，细胞群激活的潜伏期对数量 1~5相
等，与对空间注意串行加工的假设[3]不合，而与平

行提取数量加工的假设[42]一致。有行为研究[18]也发

现成人表征 100 个点的数量与表征 20 个点的数量
用的时间一样长。这似乎说明对数量的模拟幅度的

表征并非串行的或反复的（iterative）加工，而是与
“感数”一样，是一种平行加工过程。 

4 数量表征与数概念的发展 

目前行为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成人、尚未具

备语言能力的婴儿和一些动物共同具有对大数的

近似表征系统，该系统基于对数量的模拟幅度的表

征，受韦伯定律的限制。而对于成人、婴儿和动物

是否还分享第二种数量表征系统——对小数的精

确表征或“感数”系统，则存在争论。 
不少研究者[15,16,30,31]指出对小数的表征基于对

单个物体的平行的注意或追踪（tracking），受数量
大小的限制（婴儿≤4；猴子≤5），与对大数的近
似表征是不同的，两种系统共同构成了人类高级数

学能力发展的基础。比如，Feigenson等[30]指出“物

体文件表征”与模拟幅度表征是形成人类特有的自

然数概念的基础。儿童最初只知道“一”是指一个

物体，而其它的数量词都表示包含更多的数量的物

体集合。在这一阶段，儿童可能将数量词“一”对

应于单个的物体而将其它数量词对应于更大的模

拟幅度。在其后的一两年里，儿童懂得了数量词

“二”和“三”的含义，他们能够同时对这两个数

量词进行两种表征：对物体集合的表征（“二”指

一个包含了比一个物体还多一个物体的集合）和对

模拟幅度的表征（“二”指一个很小的数量集合）。

一旦儿童掌握了这些概念，他们就会意识到从“二”

到“三”的计数过程既对应了在集合中增加一个单

独的物体，又对应了集合的基数值的增加。因为“列

举单独的物体”和“增加一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

能力，在儿童逐渐掌握了更多的数量词以后，他们

便能够利用两种数量表征系统来理解 4以上的自然
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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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研究者[43,44]则反对“物体文件表征”假

设。其一，既然儿童最初对数量词的表征是基于“物

体文件”的表征，指向物体本身，那么“二”就只

能指代由某两个物体组成的集合，而不能指代所有

包含两个物体的集合，无法解释儿童能够用数量词

“一”至“三”来指代不同的物体集合。针对物体

知觉特征的短暂表征不能作为发展数概念的基础。

其二，该假设把掌握数量词或口头计数能力作为理

解“四”及以上数概念的前提。根据该假设，当儿

童还没有掌握“四”、“五”、“六”等数量词时，他

们只能把这些数量统统近似地表征为“比 3更大”，
而不能理解物体的数量与这些数量词之间的对应

关系。然而实验[44]证明尽管没有学习过数量词“五”

和“六”的学前儿童并不知道这两个数量词具体代

表多少数量，但是当集合的数量增加或减少一个

时，他们判断标注的数量词“五”或“六”应该随

之改变；他们知道“六个”增加一些就不再是“六

个”。这说明儿童在掌握具体的数量词之前就理解

了数量的含义，他们并非将 4以上的数量简单表征
为“许多”，而是把它们表征为特定的数量。实际

上，除了通过口头计数来学习数概念以外，儿童还

可以通过许多其它的方式表征数量，如使用身体部

分，在符木上刻痕或在沙上做记号等。这些表征方

式都能促进儿童获得数概念，口头计数能力并非获

得数概念的必要前提。最近 Slaughter 等[45]采用减

法任务，让 3岁儿童观看实验者分别从两个容器中
拿走不同数量的饼干，然后让儿童判断哪个容器中

剩的饼干多。当从 9块饼干里减去的饼干数之间的
比率大（3与 6）时，或当被减的饼干数也很大（从
30块中减去 10与 20块）时，儿童的判断高于随机
水平。这符合韦伯定律，证明了 3岁儿童能够使用
模拟幅度系统来表征大数的近似数量，并且这种能

力与儿童的口头计数能力没有关系。 
而Rousselle等的另一个关于3岁儿童数量比较

能力的研究[46]则与上述结论不一致。儿童的表现不

受数量的大小的限制，而受数量间比率的限制，不

支持“物体文件表征”假设。但是当控制物体的表

面积时，不论数量的大小和数量间的比率怎样变化

儿童均不能成功比较物体数量的大小，也不符合模

拟幅度表征模型的预期。儿童在该研究中的表现是

基于物体的知觉特征，而不是数量本身。尤其是当

控制物体表面积时，有一定的计数能力的儿童比没

有计数能力的儿童表现好，作者推论当物体的知觉

变量与数量特征发生混淆时，一定的计数能力对儿

童成功比较数量间的大小是必要的。 

5 小结 

尽管从不同角度关于数量表征的研究结果存

在许多分歧，但目前的研究证据比较支持存在两种

数量表征系统的观点。对 1~3范围内小数的表征受
数量大小的限制，基于指向物体本身的注意，更依

赖于物体的知觉特征，对物体及其数量进行精确表

征；而对 4以上的数量的近似表征系统则受韦伯定
律的限制，基于指向数量的模拟幅度的表征，而不

依赖单个物体的知觉特征，是对数量的近似的、心

理的表征。两种数量表征系统为成人、尚未具备语

言能力的婴儿以及一些动物所共有，证明这两种系

统具有漫长的进化历史，是人类生而具有的禀赋。

它们是形成人类更高级的数学能力的基石。然而，

fMRI、PET 和 ERP 的脑成像研究结果迄今尚无定
论。 
然而，两种数量表征系统的假设仍然面临很多

挑战：①在进行基本的算术运算时，两种数量表征

系统如何整合？比如，在计算 7-5=2时，两个在近
似表征系统范围内的数量（7，5）相减的结果却属
于精确表征系统的范围，这时该对结果进行精确表

征还是近似表征？两种表征系统如何协同工作？

②如果“物体文件表征”的假设有缺陷，小数精确

表征系统的机制是什么？两种数量表征系统如何

相互作用以获得自然数概念？③语言对两种数量

表征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④小数精确表征系统

究竟有无独特的神经基础？⑤大数近似表征对数

量的提取是系列加工还是平行加工？⑥成人、婴儿

和动物的数量表征是否具有相同的神经基础？这

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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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is the basis of mathematical abilities. A hot topic about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is whether there are two distinct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the small precise number system 
and the large 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The article reviewed researches on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s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summarized evidences supporting the dissociati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within the range of 1~3 had a set-size signature was proposed to base on attention to objects 
themselves per se. Therefore it was sensitive to perceptive properties of objects, and was precise representations 
about numerosities. While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for numbers above 4 had a Weber ratio signature. It was 
suggested to base on analog magnitudes, and was approximate representations of numerosities. However, 
evidences from the brain imaging field had not gained agreement on this issue. At last, the article brought forth the 
potential questions about the two basic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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